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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中的收入冲击、 消费变动与风险偏好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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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机器换人与居民高储蓄率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重要现象， 而关于二者的内在关联

及影响机理尚待系统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变革视角， 对中国持续居高的居民储蓄提出了新解

释。 研究表明：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显著增强了储蓄偏好， 其他因素不变时， 微观主体

受机器换人的影响每提高一个标准差， 储蓄平均增加 ２１􀆰 ４５％ 。 该结论在利用不同机器换人和

储蓄指标、 区域双重差分、 工具变量、 惩罚回归等方法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时均成立。

影响机制在于， 机器换人虽降低了收入， 但会通过减少双倍消费增加储蓄。 深层次原因是，

机器换人降低了居民的风险偏好， 促使其减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 研究还发现， 人工智能

是任务偏向型而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不足以弱化其影响， 但促进劳

动者自由流动、 加强劳动保护有助于降低其不利冲击。 因此应充分重视人工智能的潜在冲击，

积极出台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配套措施， 着力激发消费潜能、 释放内循环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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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持续的高储蓄与消费不足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特征， 如何通过扩大内需畅通内

循环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中国的储蓄率不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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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也远高于印度、 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同时还高于文化背景相近

的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①， 这一现象被称为 “中国储蓄之谜”。 分部门来看， 中国

非居民部门的储蓄水平在国际上并不突出， 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却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尹志超等， ２０２０）。 已有文献主要从公共投资 （闫芷毓等， ２０２３）、 养老模式 （曹伟

等， ２０２３）、 家庭关系 （田子方等， ２０２２）、 风险感知 （胡龙海等， ２０２３）、 收入分配

（甘犁等， ２０１８； 薛熠等， ２０２３； 周少甫、 孟雪珂， ２０２２； Ｃｏｚｚｉ， ２０２３）、 金融素养 （吴
卫星等， ２０２１）、 家庭房产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房价 （姚曼曼、 张泽宇， ２０２２）、 预防动机

（Ｐａｉ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社会支持与保障 （成前等， ２０２３； Ｂｒｅｚａ ＆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２０１９；
Ｍｏｈａｎｔａ ＆ Ｄａｓｈ， ２０２２） 等角度解释了中国居民高储蓄偏好的原因。

但是， 近些年两个重要的特征事实尚未受到关注。 ２１ 世纪初中国居民的储蓄规模

增长趋缓， 储蓄率以平稳波动为主、 略有上升， 甚至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有所下降， 但

２０１０ 年后储蓄率与储蓄额又经历了显著的快速增长。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

年均增长率为 ０􀆰 ９８％ ， 明显低于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间 ５􀆰 １９％的年均增长率。 但 ２０１０ 年后，
储蓄额与储蓄率又快速上升， 储蓄率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 ９５％ 。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 劳动成本迅速上升 （蔡昉， ２０２２）， 这时恰逢以人工

智能为主要驱动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利用人工智

能实现机器换人， 通过资本深化抵消劳动成本上涨的影响。 以人工智能的主要产业化

应用领域工业机器人为例，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 ２０１０ 年后中国工业机器人安

装存量迅速增长，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间增长了 ２０ 倍以上。 ２０１０ 年后随着工业机器人安装

存量迅速提高， 居民储蓄偏好也显著增强。 以上两个几乎同时出现的特征事实是否只

是一种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共同趋势， 还是二者存在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联， 机器换人

是否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储蓄偏好， 是尚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机器换人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结构 （丁焕峰等， ２０２３； 孙早、 侯玉琳，

２０２１）、 资本深化 （宁光杰、 张雪凯， ２０２１）、 工作质量 （侯俊军等， ２０２０）、 就业

（王晓娟等， ２０２２； 尹志锋等， ２０２３；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Ｌｏｅｂｂｉｎｇ， ２０２２）、 收入 （何小钢等，
２０２３； 王林辉等， ２０２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等角度探讨了机器换人的影响，
但尚未涉及其储蓄效应。 一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机器换人会降低劳动收入 （王永钦、

董雯， ２０２３；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Ｂｅ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那么理论上可能会进

一步减少储蓄。 另一方面， 机器换人也可能通过增加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预防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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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储蓄。 因此二者关系尚不明确。 基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

证考察了机器换人对居民储蓄偏好的影响， 使用不同机器换人和储蓄指标、 区域双重

差分 （ＤＩＤ）、 工具变量 （ＩＶ）、 惩罚回归等方法从多角度进行了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探究了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机制及其对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效应。 此外， 本文还

从人力资本、 劳动保护等角度考察了弱化技术冲击的可行路径。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中国一方面要 “深入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要 “培育壮大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 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 如何在积极利用以人工智能为

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机器换人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着力激发消费潜能、 推

动消费升级、 释放内循环的经济活力， 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此背景下，
系统探究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与高储蓄偏好的内在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本文从储蓄、 消费与风险

偏好演化视角深化了对机器换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 人工智能领域的已有研究主

要关注了其对产业、 就业、 生产率等经济生产领域因素的直接影响， 尚缺乏关于其对

储蓄偏好等深层次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评估。 本文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另一方面， 本文基于技术进步视角丰富了居民储蓄偏好决定机理的研究。 有关储蓄偏

好的文献主要从经济体制、 收入分配、 金融知识、 社会保障等角度考察了居民储蓄偏

好的形成机制， 但相对忽视了技术变革对储蓄决策的影响， 而这一因素在当前人工智

能与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本文研究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解释近些

年中国居民储蓄偏好提升的新趋势。

本文余下内容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来源与主

要变量； 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分析、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第五部分考察了机器换

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机制， 并从风险偏好角度讨论了深层次原因及其对消费结构的

进一步影响； 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与优化路径探讨； 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政策

建议。

二　 文献与理论回顾

（一） 关于储蓄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

已有文献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储蓄偏好的影响因素。 第一， 经济收入因素。 收

入及其不确定性决定了微观主体的预防动机， 因此是决定储蓄偏好的基础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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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Ｐａｉ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由于资产具有抵御风险冲击的作用， 所以资

产特征也是影响储蓄意愿的重要因素 （Ｂ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由此基于宏观视角， 收入

分配影响了经济体中居民的平均储蓄意愿 （甘犁等， ２０１８； 杨天宇、 朱光， ２０２０；
Ｃｏｚｚｉ， ２０２３）。 第二， 保险与社会保障因素。 储蓄是一种应对未来风险的资产配置行

为， 因此医疗和养老保险是储蓄的替代品。 研究表明， 医疗保险具有减少家庭重大支

出不确定性的作用， 从而更完善的医疗保障会弱化储蓄动机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相

反， 如果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不足或者养老金减少， 则会显著提高居民储蓄

（Ｉｍｒｏｈｏｒｏｇｌｕ ＆ Ｚｈａｏ， ２０２０）。 第三， 人力资本因素。 教育等人力资本是影响微观个体

收入的基础性因素， 因而也会影响储蓄。 此外， 健康水平决定了个体未来可能面临的

风险冲击， 也是影响储蓄的基础性因素。 比如， Ａｍｅｒｉ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发现当居民预期

健康状况更差时会通过储蓄加强自我保险， 因此健康状况会影响储蓄意愿。 第四，
家庭层面因素。 婚姻具有风险分担的作用， 离婚风险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偏好

（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Ｋｈｏｒｕｎｚ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家庭在进行储蓄决策时也会考虑子女因素， 如为子

女未来的教育、 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甚至应对子女的收入风险而储蓄， 因此子女数

量越多， 储蓄偏好越强 （汪伟、 吴坤， ２０１９； Ｂｏａｒ， ２０２１）。 第五， 制度与文化因

素。 比如， 谭静等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在考察中国流动人口的储蓄偏好时发现，

由于农业户籍家庭面临更大收入风险、 更缺乏社会保障， 因而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

储蓄倾向更高。
（二） 关于机器换人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

关于机器换人的经济效应， 既有文献重点考察了其对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与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数肯定了机器换人对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效应，

研究表明机器换人有助于促进创业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Ｃｉａｒ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改善经

济发展模式、 促进循环经济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孙早、
侯玉琳， ２０２１） 等。 关于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相关文献主要从替代效应、

互补效应、 创造效应、 极化效应四方面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影响。 机器换人具有资本深

化和节约劳动的作用， 对于可编码和重复性常规任务， 机器相比人工更具成本优势，
因此机器换人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孔高文等， ２０２０； 王永钦、 董雯， ２０２０； 周广

肃等， ２０２１；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Ｂｅ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但对高级认知、 社会

互动型的非常规任务而言， 机器换人对就业具有互补效应 （余玲铮等， ２０２１）。 同时，
由于机器换人有助于增加总产出， 因此还具有就业创造效应 （李磊等， ２０２１）。 此外，

机器换人是基于任务而非技能的技术进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会增加高技能与低

·１３·

李　 超　 宁光杰： 机器换人的储蓄效应



技能劳动需求， 降低中等技能劳动需求， 从而产生极化效应 （屈小博， ２０１９；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Ｌｏｅｂｂｉｎｇ， ２０２２）。 因此， 理清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针对工作

的任务结构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 结合多种效应进行系统考察。 除直接经济效应

外， 一些研究从更微观的视角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工作质量、 劳动关系、 主观感受、 创

新意识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发现， 机器换人能够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劳动者的工作

质量， 但其对劳动的替代会导致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减弱， 造成一线工人劳动

降级， 产生失业恐惧和工作的不安全感 （Ｙ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三） 关于机器换人与储蓄偏好可能关系的研究

目前尚没有文献直接探讨机器换人与储蓄偏好的关系。 从两类文献中可以初步推

测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但从理论层面来看关系并不明确。 一些研究关注

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多数发现人工智能会降低劳动收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Ｂｅ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结合上述关于收入与储蓄偏好关系

的文献， 可以推测机器换人可能通过降低收入减少储蓄， 但也可能通过增加收入的不

确定性提高预防动机， 从而增加储蓄。 Ｓａｃｈｓ ＆ 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２０１２）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

理论层面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影响， 指出人工智能会通过降低收入减少储蓄， 不利于资

本积累与长期经济增长， 但并未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此后， Ｇｏｍ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 实证发

现机器换人会降低收入和财富， 但未探讨其对储蓄偏好的影响。
综上， 关于储蓄偏好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从多角度考察了储蓄决策的形成机理，

但相对忽视了技术进步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同时， 围绕人工智能的研究多侧重考察其

对经济、 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效应， 尚缺乏其对储蓄偏好等深层次社会经济因素

影响的评估。 本文旨在系统考察机器换人对居民储蓄意愿的影响， 以此深化对人工智

能技术变革条件下居民储蓄决策机制的认识。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ＣＧＳＳ 是中国最早的全国

性、 综合性、 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 旨在系统、 全面收集社会、 社区、 家庭、 个人

多个层次的数据， 追踪社会变迁的趋势。 ＣＧＳＳ 调查了家庭总收入、 各种类型的支出

以及较为全面的储蓄偏好的影响因素， 从而便于测算不同口径的储蓄及其控制变量。

此外， ＣＧＳＳ 数据在本文研究中独具两方面优势： 第一， ＣＧＳＳ 提供了个体所从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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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编码， 从而可以利用其

匹配和测算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对劳动者的影响程度； 第二， 由于需要基于个体

职业刻画人工智能的微观影响， 因此较高的个体样本完访率是避免样本选择偏误的关

键， 与家庭等其他层面的调查相比， ＣＧＳＳ 在个体完访率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因此可以

避免样本选择的内生性干扰。 ＣＧＳＳ 目前拥有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１ 年间的 １２ 期调查数据， 由于

２０１７ 年以前数据中的职业编码不是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标准编码， ２０２１ 年数据不含消费信息，
因此本文使用了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数据。 同时， 这一时期在工信部 ２０１３ 年出台 《关于推

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之后， 恰逢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 工业机

器人显著增长、 机器换人方兴未艾， 人工智能的影响也已充分显现， 因此这一时段的

数据非常适合本文主题的研究。
（二） 研究设计

为考察机器换人对居民储蓄偏好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 ρ０ ＋ ρ１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 ｘ′

ｉϕ ＋ 􀆠ｉ （１）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分别代表储蓄对数与机器换人对微观个体影响程度的指标，

ｘ′
ｉ 为控制变量向量， 􀆠ｉ 为随机扰动项。 具体而言， 相关变量设置如下。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刻画储蓄偏好的家庭储蓄的对数①， 以下简称 “储蓄对

数”。 储蓄等于家庭总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 其中消费性支出包括食品、 衣着、 交通通

信、 教育、 医疗、 耐用消费品、 非耐用消费品、 文化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支出。 在此基

础上， 本文构造了储蓄率指标 （扣除消费性支出的储蓄 ／总收入）， 以下简称 “储蓄

率”。 此外，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还使用了其他口径的储蓄额与储蓄率指标作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分析。
２􀆰 解释变量

刻画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对微观主体影响程度最常用的指标是 Ａｕｔｏｒ ＆ Ｄｏｒｎ
（２０１３） 构造的任务常规性强度 （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ａｓ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他们发现人工智能引领的新

一轮技术进步对微观个体的替代效应是基于任务 （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而非技术 （ ｓｋｉｌｌ⁃
ｂａｓｅｄ） 的， 工作任务在常规认 知 性 （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 与 常 规 操 作 性 （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 方面的程度越强， 可编码性就越强， 从而越易于被机器学习算法替代， 受机

器换人影响越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因此， 该团队基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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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工部 《职业名录词典》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 中不同职业的工作任务特

征， 测算了职业在常规认知性与常规操作性任务方面的强度， 以此刻画人工智能带来

的机器换人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这一指标是基于 ２００９ 版美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ＳＯＣ２００９） 测算的， 本文利用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分类匹配体系将该指标转换为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标准指标， 并匹配到 ＣＧＳＳ 数据中， 记为 “机器换人”。 在这一转换中，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标准中的职业可能会对应于多个 ＳＯＣ２００９ 职业， 对此本文测算了其均值作

为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职业的机器换人指标， 同时使用了其他测算方式进行稳健性分析。 此外，

本文还利用其他刻画机器换人影响的指标 （ Ｆｒｅｙ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２０１７） 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

３􀆰 控制变量

基于居民储蓄偏好方面的文献 （曹伟等， ２０２３； 章元、 黄露露， ２０２２；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Ｐａｉ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本文尽可能全面地控制了影响储蓄偏好的经济资

产、 家庭人口、 社会保障、 人力资本、 人口社会、 地区与时间等 ６ 个方面控制变量，

以最大程度避免遗漏变量偏误。 （１） 经济资产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对数、 是否有房产、

是否有汽车。 （２） 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 是否已婚、 子女数量。 （３） 社会

保障变量包括家庭代表人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否有养老保险。 （４） 人力资本变量包括

家庭代表人的教育程度、 是否自评健康。 （５） 人口社会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代表人的户

籍、 宗教信仰、 性别、 年龄及其平方项。 （６） 地区与时间特征变量包括省份虚拟变量

和年份虚拟变量。 此外， 为避免金额类变量离群值干扰， 本文对金额类变量进行了上

下 １％的缩尾处理。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储蓄 （元） 对数 ３３７９ ７􀆰 ７２３ ４􀆰 ４３９ ０ １３􀆰 ４３７

储蓄 （元） 对数＿２ ３３５２ ８􀆰 ８２４ ３􀆰 ６５７ ０ １３􀆰 ４４２

储蓄 （元） 对数＿３ ３３７９ ７􀆰 １１５ ４􀆰 ７１５ ０ １３􀆰 ４３７

储蓄率 ３３４２ ０􀆰 ３９２ ０􀆰 ３００ ０ ０􀆰 ９５０

储蓄率＿２ ３３１５ ０􀆰 ５１９ ０􀆰 ２８９ ０ ０􀆰 ９６８

储蓄率＿３ ３３４２ ０􀆰 ３４２ ０􀆰 ２９６ ０ ０􀆰 ９３６

机器换人 ３３７９ － ０􀆰 ４６２ １􀆰 ３２４ － ６􀆰 １９０ ４􀆰 ２３５

机器换人＿２ ３３７９ － ０􀆰 ２５８ ２􀆰 ５４２ － ７􀆰 ４０７ ５􀆰 ８８７

机器换人＿３ ３３３２ － ０􀆰 ２９６ ２􀆰 ８７１ － ７􀆰 ９７６ ６􀆰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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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经济资产特征）

　 收入 （元） 对数 ３３７９ １０􀆰 ５５６ １􀆰 ６４６ ０ １３􀆰 ４５９

　 是否有房产 ３３６８ ０􀆰 ９２０ ０􀆰 ２７２ ０ １

　 是否有汽车 ３３７７ ０􀆰 ３１５ ０􀆰 ４６４ ０ １

控制变量 （家庭人口特征）

　 家庭规模 ３３７９ ２􀆰 ９２５ １􀆰 ３９８ １ １０

　 是否已婚 ３３７９ ０􀆰 ８２１ ０􀆰 ３８４ ０ １

　 子女数量 ３３７９ １􀆰 ５４４ １􀆰 ０１８ ０ ７

控制变量 （社会保障特征）

　 是否有医疗保险 ３３７９ ０􀆰 ９３８ ０􀆰 ２４０ ０ １

　 是否有养老保险 ３３７８ ０􀆰 ７４６ ０􀆰 ４３６ ０ １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特征）

　 教育程度 ３３７８ ５􀆰 ３１３ ３􀆰 ３２９ １ １３

　 是否自评健康 ３３７６ ０􀆰 ６２６ ０􀆰 ４８４ ０ １

控制变量 （人口社会特征）

　 是否城镇户籍 ３３７１ ０􀆰 ２９３ ０􀆰 ４５５ ０ １

　 是否信仰宗教 ３３７９ ０􀆰 ０８９ ０􀆰 ２８４ ０ １

　 是否女性 ３３７９ ０􀆰 ４７６ ０􀆰 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３３７９ ４５􀆰 ８５０ １３􀆰 １０４ １８ ８０

　 年龄的平方 ３３７９ ２２７３􀆰 ８９８ １２３７􀆰 ３１９ ３２４ ６４００

　 　 注： 虚拟变量含义均为 “是 ＝ １， 否 ＝ ０”； 教育程度取值 １ ～ １３， 依次代表没有受过教育、 扫盲班、 小学、 初

中、 职业高中、 普通高中、 中专、 技校、 成人大学专科、 正规大学专科、 成人大学本科、 正规大学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控制变量还包括地区与时间特征变量， 由于变量数量较多， 未呈现相关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法对式 （１） 进行估计。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第 （１） ～ （６） 列依次加入了经济资产特征、 家庭人口特征、 社会保障特征、

人力资本特征、 人口社会特征、 地区与时间特征等六类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 在所有

回归中， 机器换人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受机器换人影响程度

越大， 储蓄偏好越强。 此外， 随着逐步增加各类控制变量， 机器换人系数的估计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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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且保持显著， 表明机器换人与储蓄偏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为稳健， 不受其他

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具有独立的解释力。 平均而言， 在控制其

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微观主体受机器换人的影响每提高一个标准差， 储蓄随之增加

２１􀆰 ４５％ （ ＝０􀆰 １６２ × １􀆰 ３２４）， 这体现出机器换人对储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并与已有文献一致。 比如， 收入越高， 储蓄越

多 （甘犁等， ２０１８）； 资产具有一定的抵御风险冲击的功能， 因此会降低储蓄意愿； 宗

教信仰与储蓄偏好负相关， 或许源于信仰宗教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本， 从而有利于

微观主体抵御风险冲击， 减少储蓄 （章元、 黄露露， ２０２２）。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储蓄对数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器换人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６９∗∗∗

（０􀆰 ０４７）
０􀆰 １７２∗∗∗

（０􀆰 ０４８）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８）

经济资产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人口特征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社会保障特征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人力资本特征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人口社会特征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地区与时间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 ８􀆰 １１１∗∗∗

（０􀆰 ７８３）
－ ７􀆰 ０８２∗∗∗

（０􀆰 ８５５）
－ ６􀆰 ９０５∗∗∗

（０􀆰 ８７０）
－ ７􀆰 ２２０∗∗∗

（０􀆰 ８４９）
－ ６􀆰 ４９５∗∗∗

（１􀆰 １１５）
－ ７􀆰 １７４∗∗∗

（１􀆰 ２１３）

样本量 ３３６６ ３３６６ ３３６５ ３３６１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０３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９ ０􀆰 ３２０ ０􀆰 ３３５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其他机器换人与储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并利用区域 ＤＩＤ 与工具变量

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考察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解释力的重要性与稳健性。
１􀆰 使用其他机器换人指标

在将 Ａｕｔｏｒ ＆ Ｄｏｒｎ （２０１３） 的 ＳＯＣ２００９ 指标转换为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指标时， 若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职业对应于多个 ＳＯＣ２００９ 职业， 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是 ＳＯＣ２００９ 指标的均值。 这一方式

没有考虑不同职业的就业规模， 还易受离群值影响， 从而未必能够客观刻画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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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受机器换人的影响。 基于这一考虑， 本文以 ２０１７ 年美国就业调查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ＥＳ） 中不同职业的就业规模为权重构造了机器换人的加权平均指标

以及中位数指标， 分别命名为 “机器换人＿加权平均” “机器换人＿中位数”。 此外， 为更

全面刻画职业的其他维度特征， 考虑到职业非常规性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 程度越强， 受机器换

人影响越低， 本文将基准指标减去了职业的非常规认知分析 （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和非常规人际沟通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方面的强度， 构造了 “机器换

人＿２” 指标； 进一步减去非常规体力操作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与非常规人际操

作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强度得到 “机器换人＿３” 指标。

此外， 本文还参考周广肃等 （２０２１） 的做法， 利用 Ｆｒｅｙ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２０１７） 构造的

机器换人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该指标基于美国劳工部职业信息网络 （Ｏ∗ＮＥＴ） 数

据库中不同职业在认知与操作任务、 创新创造技能、 社会智能水平等方面的多维特征，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测算了机器换人对不同职业的影响程度， 记为 “机器换人＿ Ｆｒｅｙ”。

考虑到家庭储蓄偏好可能不仅取决于被调查者个体受到的机器换人的影响， 如果个体

已婚的话也会受其配偶的影响， 本文对已婚被调查者测算了夫妻双方受机器换人影响

程度的均值指标， 记为 “机器换人＿夫妻均值”。 本文利用上述六种机器换人指标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结果表明无论使用哪种指标，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

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３　 使用其他机器换人指标的回归结果

储蓄对数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器换人＿加权平均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８）

机器换人＿中位数
０􀆰 １６５∗∗∗

（０􀆰 ０４８）

机器换人＿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７）

机器换人＿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３）

机器换人＿ Ｆｒｅ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４）

机器换人＿夫妻均值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８）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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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储蓄对数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 ７􀆰 １３６∗∗∗

（１􀆰 ２１３）
－ ７􀆰 １７９∗∗∗

（１􀆰 ２１３）
－ ７􀆰 １９０∗∗∗

（１􀆰 ２２２）
－ ７􀆰 ０５５∗∗∗

（１􀆰 ２２２）
－ ８􀆰 ３６７∗∗∗

（１􀆰 ３３１）
－ ６􀆰 ９４２∗∗∗

（１􀆰 ０７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０７ ３３８２ ４１９６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３ ０􀆰 ２９２ ０􀆰 ３２６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使用其他储蓄偏好指标

基准回归中刻画储蓄偏好的指标为家庭总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获得的储蓄。 为检

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构造了其他口径的储蓄指标。 一方面， 考虑到教育和医疗支

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龄与健康特征， 具有较强刚性， 未必能够客观衡量微观决策主

体的主动选择， 本文构造了总收入减日常性支出 （不含教育与医疗支出的消费性支出）

的储蓄额， 取对数后记为 “储蓄对数＿２”。 另一方面， 由于住房支出具有消费与投资双

重属性， 因此在构造基准储蓄指标时本文未考虑住房支出。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构造了总收入减总支出 （含消费性支出与住房支出） 的储蓄额， 取对数后

记为 “储蓄对数＿３”。 此外， 本文将上述三种储蓄额除以总收入测算了三种口径的储蓄

率。 使用以上多种储蓄偏好指标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于储蓄率是一种比例

观测值， 因此使用了基于比例响应模型 （ＦＲＭ） 的 Ｐｒｏｂｉｔ 与 Ｌｏｇｉｔ 模型。 表 ４ 结果表明

无论使用哪种口径的储蓄， 无论使用储蓄额还是储蓄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机器换人的

估计系数大部分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不同口径指标间的估计值差别不大， 进一步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使用其他储蓄偏好指标的回归结果

储蓄对数＿２ 储蓄对数＿３ 储蓄率 储蓄率 储蓄率＿２ 储蓄率＿２ 储蓄率＿３ 储蓄率＿３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机器换人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０）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常数项
－ ７􀆰 ０８０∗∗∗

（０􀆰 ９５８）
－ ８􀆰 ３６７∗∗∗

（１􀆰 ３３１）
－ ８􀆰 ９４６∗∗∗

（０􀆰 ４１２）
－ ５􀆰 ３８２∗∗∗

（０􀆰 ２４６）
－ ７􀆰 ５０４∗∗∗

（０􀆰 ３７９）
－ ４􀆰 ６１３∗∗∗

（０􀆰 ２３０）
－ ９􀆰 ６９４∗∗∗

（０􀆰 ４２７）
－ ５􀆰 ８０２∗∗∗

（０􀆰 ２５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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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储蓄对数＿２ 储蓄对数＿３ 储蓄率 储蓄率 储蓄率＿２ 储蓄率＿２ 储蓄率＿３ 储蓄率＿３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ＦＲＭ Ｌｏｇｉｔ ＦＲＭ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２６ ３３８２ ３３１７ ３３１７ ３２９０ ３２９０ ３３４６ ３３４６

调整的 Ｒ２ ／ 准 Ｒ２ ０􀆰 ３５３ ０􀆰 ２９２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８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ＯＬＳ 等线性回归

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报告的是调整的 Ｒ２， ＦＲＭ 等非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报告的是准 Ｒ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３􀆰 利用区域 ＤＩＤ 检验

虽然本文已基于文献尽可能全面控制了影响储蓄偏好的多方面因素， 但仍可能存

在一些与机器换人指标有关的未观测特征， 导致基准计量结果存在一定的内生偏误。

对此本文借鉴 Ｇｏｍ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 的做法， 利用不同地区受机器换人影响的异质性， 构

建了一个区域 ＤＩＤ 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 θ０ ＋ θ１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 θ２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 ｐ＿ ＰＲｏｂｏｔｐ ＋ ｘ′
ｉϑ ＋ εｉ （２）

ＰＲｏｂｏｔｐ，ｔ ＝ ２０１７ ＝ ∑ Ｓ

ｓ ＝ １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ｐ，ｔ ＝ ２００５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 ＝ ２００５
Ｒｏｂｏｔｓ，ｔ ＝ ２０１７ （３）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分别代表储蓄对数与机器换人指标， ｐ＿ ＰＲｏｂｏｔｐ为 ２０１７ 年省

级工业机器人密度 ＰＲｏｂｏｔｐ，ｔ ＝ ２０１７的分位数， ｘ′
ｉ为控制变量向量。 由于控制了省份虚拟变

量因此不需要单独控制 ｐ＿ＰＲｏｂｏｔｐ。 εｉ 为随机扰动项。 式 （３） 中， 本文借鉴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 （ＩＦＲ） 数据， 构建了刻画中国省级机器人密

度的巴蒂克工具变量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 表示各行业集合， ＰＲｏｂｏｔｐ，ｔ ＝ ２０１７为省份 ｐ 在

２０１７ 年的机器人密度 （每万名就业人口的机器人安装存量）， Ｒｏｂｏｔｓ，ｔ ＝ ２０１７ 是行业 ｓ 在

２０１７ 年的机器人密度，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 ＝ ２００５ 表示行业 ｓ 在 ２００５ 年 （基期） 的城镇就业规

模，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ｐ，ｔ ＝ ２００５为省份 ｐ 的 ｓ 行业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城镇就业规模。 由此获得的省级机

器人密度均值为 ２１１３􀆰 ５７， 而机器换人指标的绝对值小于 １０， 为避免量纲差异过大导致

交互项中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的解释力被掩盖， 本文使用了区域机器人密度的分位数进行回归，

并对机器换人指标通过 ｚ⁃ｓｃｏｒｅ、 ｍｉｎ⁃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三种标准化处理进行了稳

健性检验。 由于区域层面的机器人密度是一个宏观指标， 不直接受个体微观特征影响，

因此 θ２ 的估计量更不易受内生因素干扰， 同时也能够更好刻画区域层面外生的机器换

人冲击对微观储蓄的影响。 表 ５ 估计结果显示， 机器换人指标与区域机器人密度交互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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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当微观主体所从事的职业受机器换人影响更大， 同

时所在地区的机器人密度即机器换人程度更高时， 储蓄偏好会显著增加， 从而进一步

证实了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正效应。 此外， 无论是否对机器换人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 无论使用何种标准化方式， 估计结果均稳健①。

表 ５　 区域 ＤＩＤ 回归结果

储蓄对数

ＤＩＤ ＤＩＤ ＤＩＤ ＤＩＤ

（１） （２） （３） （４）

机器换人 × 区域机器人密度
０􀆰 ３９５∗∗

（０􀆰 １９２）

机器换人＿标准化 １ × 区域机器人密度
０􀆰 ５２３∗∗

（０􀆰 ２５４）

机器换人＿标准化 ２ × 区域机器人密度
４􀆰 １１９∗∗

（２􀆰 ００１）

机器换人＿标准化 ３ × 区域机器人密度
４􀆰 １１９∗∗

（２􀆰 ００１）

常数项
－ ６􀆰 ９８６∗∗∗

（１􀆰 １０４）
－ ６􀆰 ９３８∗∗∗

（１􀆰 １０４）
－ ６􀆰 ３８３∗∗∗

（１􀆰 ３５２）
－ ６􀆰 ９３８∗∗∗

（１􀆰 １０４）

机器换人指标与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４􀆰 利用工具变量检验

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检验。 本文使用

的工具变量来自 Ｍａｒｃｏ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他们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劳动技能调

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数据中不同职业在工作流程 （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工作内容与方式

（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工作计划 （ｐｌａｎ＿ｏｗｎ）、 工作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ｏｗｎ） 四个维度的常规性特征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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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计算省份机器人密度时， 需要将 ＩＦＲ 行业分类标准中的不同行业机器人规模匹配到中国证

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中的不同行业， 其中存在一些无法合理匹配的机器人， 本文剔除了这部分

机器人。 同时本文还根据不同行业机器人规模所占份额， 将未匹配的机器人分配到不同行

业， 计算出了调整后的行业、 区域机器人规模， 本文使用调整后的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与表 ５ 基本一致， 限于篇幅未能展示， 备索。



测算了常规任务密度加权指标 （ＲＩＩ）：
ＲＩＩ ＝ ωｓｅｑ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ωｆｌ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 ωｐｌａｐｌａｎ＿ｏｗｎ ＋ ωｏｒ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ｏｗｎ （４）

ＲＩＩ 越高代表常规性越强， 从而越易于受机器换人影响， 因此这一工具变量满足相

关性假设。 理论上该指标也满足外生性假设， 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 从时间维

度上， ＲＩＩ 是基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调查数据测算的职业特征， 不会通过机器换人以外的

渠道影响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从事该职业劳动者的储蓄意愿与其他未观测特征。 第二， 从测

量层次维度上，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指标是基于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四位编码的机器换人指

标， 在测量层次上是最微观的职业指标； 而 ＲＩＩ 是基于 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三位职业编码的 １２７
种职业调查数据测算的， 是一种测量层次更高的相对宏观的指标， 因此理论上外生于

微观主体的特征。 基于以上两点， ＲＩＩ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

实证检验了该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假设。
本文使用了最常用的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模型进行了工具变量估计， 同时考

虑到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 （ＬＩＭＬ） 在存在弱工具变量时的小样本性质更优， 还使用

了 ＬＩＭＬ 估计； 考虑到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条件下更有效， 进一步

利用了两步最优 ＧＭＭ 和迭代 ＧＭＭ 进行估计。 表 ６ 第 （１） 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表明职业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的常规性强度在 １％水平上显著增强了当前该职业受机器换

人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 Ｆ 值为 ２１􀆰 ６１０， 远大于 １０ 这一经验准则。 此外， ＬＩＭＬ 与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一致。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拒绝了不可识别假设。
这均证明这一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由于工具变量模型恰好识别， 因此无法检验

不可识别假设。 为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本文将基准模型的残差项对工具变量进行

了回归， 表 ６ 第 （６） ～ （７） 列结果表明， 工具变量与表 ２ 基准回归 （１） 和 （６） 的

残差项均无关， 表明 ＲＩＩ 仅通过机器换人影响储蓄偏好， 与其他未观测因素无关， 证实

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工具变量法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均显示， 机器换人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 估计值略大于基准回归结果， 并在保留三位小数时结果一致， 这进一步证

明本文结论不受内生性干扰并且非常稳健。
５􀆰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解释力的重要性与稳健性检验

既有文献中尚未关注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 那么与其他因素相比， 机器换

人对解释和预测储蓄偏好的重要性如何呢？ 对此，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与文献已关注的

诸多影响因素相比，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是否具有重要和稳健的解释力。 首先， 本文

利用套索 （Ｌａｓｓｏ） 线性回归进行了分析， 使用 １０ 折交叉验证获得最优惩罚力度 λ （当

惩罚力度 λ ＝ ０ 时即等价于基准回归中的 ＯＬＳ 估计） 为 ０􀆰 ０５９， 最优惩罚力度下模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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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个非零自变量， 包含机器换人， 并且其估计值为正，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证明机器换

人是预测储蓄偏好的必要指标。

表 ６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机器换人 储蓄对数 储蓄对数 储蓄对数 储蓄对数
基准回归

（１） 的残差

基准回归

（６） 的残差

一阶段 ２ＳＬＳ 二阶段 ＬＩＭＬ 二阶段 ＧＭＭ 二阶段 ＩＧＭＭ 二阶段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机器换人
０􀆰 ２３８∗∗

（０􀆰 １１６）
０􀆰 ２３８∗∗

（０􀆰 １１６）
０􀆰 ２３８∗∗

（０􀆰 １１６）
０􀆰 ２３８∗∗

（０􀆰 １１６）

常规 任 务 密 度

（ＲＩＩ）
０􀆰 ８２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７）

常数项
－ ０􀆰 ７５６∗∗

（０􀆰 ３３８）
－ ７􀆰 ２６８∗∗∗

（１􀆰 ２１６）
－ ７􀆰 ２６８∗∗∗

（１􀆰 ２１６）
－ ７􀆰 ２６８∗∗∗

（１􀆰 ２１６）
－ ７􀆰 ２６８∗∗∗

（１􀆰 ２１６）
－ ０􀆰 １２０
（０􀆰 ８３９）

－ ０􀆰 １５１
（１􀆰 ２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０８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７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解释力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储蓄对数

Ｌａｓｓｏ
（十折）

Ｌａｓｓｏ
（二十折）

Ｒｉｄｇｅ
（十折）

Ｒｉｄｇｅ
（二十折）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Ｎｅｔ
（十折）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Ｎｅｔ
（二十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器换人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７

非零自变量数 ２０ １９ ４６ ４６ ２０ １９

样本外 Ｒ２ ０􀆰 ３２７ ０􀆰 ３２６ ０􀆰 ３１３ ０􀆰 ３１２ ０􀆰 ３２７ ０􀆰 ３２６

λ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５ ０􀆰 ２４３ ０􀆰 ２４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５

α １ １

样本量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在此基础上， 以惩罚力度 λ 为横轴作 Ｌａｓｓｏ 回归中各自变量系数的变化路径， 如

图 １ 所示， 机器换人的系数路径为图中黑色加粗线。 可见在最优惩罚力度下机器换

人的估计系数为正， 并且当惩罚力度提高到最优 λ 的四倍左右时其系数才会收敛到

０， 此时在全部的 ４６ 个自变量中只有 ５ 个自变量没有收敛到 ０。 这表明与其他因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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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机器换人是解释和预测储蓄偏好的重要指标， 具有非常稳健的解释力。 利用 ２０

折交叉验证法以及岭回归 （Ｒｉｄｇｅ） 和弹性网回归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Ｎｅｔ） 模型获得的估计结

果与上述模型所得结论一致， 机器换人在所有惩罚模型中都是解释储蓄偏好的必要

指标， 其中最优 α 下获得的弹性网回归模型与套索回归模型等价。 此外， 由于三种

模型估计中没有公认的标准误可供统计推断， 本文使用基于套索线性模型的偏回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ｎｇ⁃ｏｕ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双重选择回归 （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与双重机器学

习方法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分别对解释变量进行了统计推断， 三种方法获得的

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进一步证明了机器换人对储蓄影响的

稳健性。

图 １　 储蓄偏好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变化路径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

算得到。

五　 机制及进一步效应： 技术变革中的收入冲击、
消费变动与风险偏好演化

（一） 储蓄增加： 收入的作用还是消费的影响

从理论分析来看， 储蓄提高有可能源于收入增加或消费下降， 也可能源于收入与

消费同时提升但收入增幅更大， 或二者同时降低但消费下降更多， 以及其他多种类型

的原因。 对此， 本文借鉴 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 （２０１１） 的做法构建了以下模型， 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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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内生性的基础上从收入与消费角度探究了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机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 α０ ＋ α１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 ＋ ｚ′ｉφ１ ＋ 􀆠１ｉ （５）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 β０ ＋ β１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 ＋ ｚ′ｉφ２ ＋ 􀆠２ｉ （６）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 ＝ γ０ ＋ γ１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 ＋ ｚ′ｉφ３ ＋ 􀆠３ｉ （７）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 δ０ ＋ δ１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 ＋ δ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 ＋ ｚ′ｉφ４ ＋ 􀆠４ｉ （８）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 ｌ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ｉ、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 分别是机器换人指标、 储蓄对数、 工

具变量与机制变量。 由于收入与消费是机制变量， 因此 ｚ′为不含收入的控制变量向量

（以下简称其他控制变量）。 式 （５） 为 ２ＳＬＳ 的第一步回归， 式 （６） ～ （８） 分别利用

式 （５） 中机器换人的估计值进行 ２ＳＬＳ 的第二步回归， 因此基于上文工具变量法检验

结果， 这一做法能在处理机器换人指标内生性的基础上检验其影响机制。 如果式 （７）

中 γ１ 与式 （８） 中 δ２ 均显著， 则证明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 是机器换人影响储蓄偏好的机制变量。

表 ８ 第 （１） 列为不控制收入与消费时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 显

示机器换人显著提高了储蓄。 表 ８ 第 （２）、 （４） 列结果表明， 机器换人对收入与消费

都有显著负效应， 但对消费的影响是其收入效应的两倍左右， 并且显著性更强。 第

（３） 列显示， 收入会显著提高储蓄， 当控制收入后， 机器换人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估计值甚至有所提高。 第 （５） 列结果表明， 消费会显著降低储蓄， 当控制消费后， 机

器换人的估计系数明显下降并且不再显著， 因此与收入相比， 消费传导了更多的机器

换人影响。 第 （６） ～ （７） 列显示， 即使控制收入， 机器换人对消费的效应以及消费

的中介机制同样成立。 此外， 第 （７） 列表明， 当同时控制收入与消费时， 消费的估计

系数略大于收入的系数， 结合第 （２）、 （４） 列结果中机器换人对消费的影响是其收入

效应的两倍， 这进一步证明了消费传导了更多的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 以上结

果意味着， 机器换人虽会通过降低收入减少储蓄， 但同时通过降低消费增加了储蓄，

而后者的效应是前者的两倍左右， 从而净效应为正。 因此， 机器换人虽然降低了收入，

但通过更大程度地减少消费提高了微观主体的储蓄水平。

（二） 深层次原因： 机器换人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为什么机器换人会促使微观主体通过更大程度地降低消费来提高储蓄呢？ 基于预

防性储蓄理论， 本文提出假说： 当感受到机器换人对自身工作带来的影响时， 微观主

体的风险偏好可能会减弱， 从而未雨绸缪， 增加储蓄以抵御未来收入下降的风险。 基

于此， 本文通过考察机器换人是否弱化了风险偏好来检验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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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收入与消费机制检验结果

储蓄对数 劳动收入对数 储蓄对数 消费对数 储蓄对数 消费对数 储蓄对数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机器换人
０􀆰 ２１８∗

（０􀆰 １２８）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４）
０􀆰 ３２７∗∗∗

（０􀆰 １１２）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５）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１

（０􀆰 １０５）

劳动收入对数
２􀆰 ７５４∗∗∗

（０􀆰 ０６７）
０􀆰 １７４∗∗∗

（０􀆰 ０２０）
１􀆰 ８２１∗∗∗

（０􀆰 １２９）

消费对数
－ １􀆰 １２２∗∗∗

（０􀆰 ０９２）
－ １􀆰 ９８１∗∗∗

（０􀆰 １０５）

常数项
７􀆰 １０５∗∗∗

（０􀆰 ９６９）
９􀆰 ８８１∗∗∗

（０􀆰 ２０１）
－ ２０􀆰 ０２３∗∗∗

（１􀆰 ０６０）
９􀆰 ２９７∗∗∗

（０􀆰 １９２）
１７􀆰 ５３４∗∗∗

（１􀆰 ２５６）
７􀆰 ６０２∗∗∗

（０􀆰 ２７６）
７􀆰 ７８９∗∗∗

（１􀆰 ２６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５３ ３３１７ ３３１７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５３９ ０􀆰 ４０６ ０􀆰 ４８９ ０􀆰 １８６ ０􀆰 ５３０ ０􀆰 ４５５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一方面， 本文利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８ 年拓展问卷中两个直接衡量主观风险偏好的问题进

行了检验， 这两个问题为是否同意 “充满风险和机会的生活比平凡而稳定的生活更令

人向往” 和 “即使是有风险， 如果有多余的钱我会投资在报酬高的东西上”， 对应的变

量分别记为 “主观风险偏好＿ １” 和 “主观风险偏好＿ ２”。 另一方面， 本文从市场参与

角度， 利用被调查者客观的风险投资行为刻画其风险偏好。 具体而言， 本文考察了机

器换人对微观主体投资于风险性金融资产 （包括股票、 基金、 债券、 期货、 权证、 外

汇投资）、 从事风险性投资活动 （炒房与投资于风险性金融资产） 以及具体的资产投资

行为的影响。 表 ９ 回归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从主观风险态度还是客观风险投资行为角

度， 机器换人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机器换人会促使微观主体更偏好稳定的

生活， 更不倾向于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和炒房等有风险的投资活动。 这证实了预

防性储蓄理论的解释， 机器换人降低了风险偏好从而提高了储蓄意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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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股票和基金是中国居民的主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渠道， 限于篇幅只展示了这两种金融

资产的估计结果。 债券、 期货、 权证、 外汇等金融资产的回归结果类似， 备索。 此外， 主观

风险偏好来自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８ 年数据的拓展模块问卷， 资产投资信息来自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核心模

块问卷， 因此不同回归的样本量有所差异。



表 ９　 机器换人对风险偏好影响的回归结果

主观风险

偏好＿１
主观风险

偏好＿２

是否投资

风险性金融

资产

是否从事

风险性投资

活动

是否投资

股票

是否投资

基金
是否炒房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机器换人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４８∗∗∗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４６∗∗∗

（０􀆰 ０２９）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３）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９７∗∗

（０􀆰 ０９５）

常数项
１􀆰 ６５４∗∗∗

（０􀆰 ４５２）
１􀆰 ０４６∗∗

（０􀆰 ４４４）
－ ５􀆰 ４８０∗∗∗

（０􀆰 ５８７）
－ ５􀆰 ４６３∗∗∗

（０􀆰 ５７５）
－ ５􀆰 ９９９∗∗∗

（０􀆰 ６６７）
－ ５􀆰 ５１１∗∗∗

（０􀆰 ７５０）
－ １０􀆰 ３１４∗∗∗

（１􀆰 ４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０３０ ２０２５ １４０１２ １４０１２ １４０１２ １３２８７ １４０６３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进一步讨论： 消费结构变化

机器换人技术变革带来的收入与储蓄效应是否影响了微观主体的消费结构呢？

对此本文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 本文细致考察了机器换人对不同类型消费的

影响。 本文参照章元和刘茜楠 （２０２１） 对享受型消费和非享受型消费的划分， 结合

ＣＧＳＳ 对支出的分类， 将食品、 衣着、 交通、 教育、 医疗、 住房支出作为非享受型消

费， 将文化休闲、 娱乐、 耐用与其他非耐用消费品等支出作为享受型消费。 其次，

根据张翼 （２０１６） 对生存型消费 （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 和发展型消费 （满足未来

发展需要的消费） 的分类， 将教育、 交通、 耐用与其他非耐用消费品、 文化休闲、

娱乐支出划分为发展型消费， 将食品、 衣着、 住房、 医疗支出划分为生存型消费，

记为 “生存型消费＿ １”。 考虑到在住房方面的支出既有生存型消费特征也有投资属性，

本文同时构建了不含住房支出的生存型消费， 记为“生存型消费＿ ２”。 表 １０ 估计结果

表明， 机器换人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负效应更大， 分别是对非享受型消费

和生存型消费影响的两倍左右， 对不含住房支出的生存型消费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

机器换人会改变居民的消费结构， 在降低总消费时促使其更大程度减少了享受型与

发展型消费。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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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机器换人对不同类型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享受型

消费对数

非享受型

消费对数

发展型

消费对数

生存型

消费＿ １ 对数

生存型

消费＿ ２ 对数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机器换人
－ ０􀆰 １８３∗∗∗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４）
－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４）

常数项
４􀆰 ９３１∗∗∗

（０􀆰 ５１８）
７􀆰 ４８９∗∗∗

（０􀆰 ２８０）
４􀆰 ２７１∗∗∗

（０􀆰 ５０３）
７􀆰 ８０６∗∗∗

（０􀆰 ２７９）
７􀆰 ４６８∗∗∗

（０􀆰 ２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４４４ ３３５２ ３２９６ ３３５６ ３３７０

调整的 Ｒ２ ０􀆰 ４２３ ０􀆰 ４８３ ０􀆰 ４４３ ０􀆰 ４３５ ０􀆰 ４３７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异质性分析与优化路径探讨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换人会通过降低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减

少消费， 从而提高了其储蓄意愿， 并改变了消费结构。 但本文并非因此主张放弃这一

重要的技术进步， 而是旨在探究如何科学弱化其对劳动者的冲击， 从而更好发挥促消

费、 扩内需在内循环中的引擎作用。 基于这一立足点， 本文进一步从人力资本、 劳动

保护等角度探究了弱化机器换人冲击的可行路径。

（一） 人力资本的作用

如果人工智能是一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那

么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教育与技术水平可以直接降低人工智能的替代性， 减少机器换人

对劳动者的影响， 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 表 １１ 第 （１） ～ （２） 列结果表明， 机器换

人对大学专科及以上的高技能劳动者影响更大①。 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

人工智能是一种任务偏向 （ ｔａｓｋ⁃ｂｉａｓｅｄ） 而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因此其影响并非像传统技术进步那样主要替代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 这意味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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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对本文分样本回归结果都进行了邹检验， ｐ 值均接近 ０， 表明机器换人估计系数在不同

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着简单通过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无法弱化机器换人的影响。 从迁移这种重要的人力资

本维度来看， 机器换人对移民影响不显著， 表明迁移能够降低机器换人的效应， 这或

许源于移民在工作被替代时更易于通过迁移来转换工作。 此外， 关于语言技能的回归

结果也证实了同样的逻辑， 机器换人主要提高了普通话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储蓄偏

好， 对普通话较好的群体影响不显著。 普通话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 有利于劳

动者跨地区进行工作转换， 因而提高普通话能力可以弱化机器换人的影响。 这意味着

破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壁垒， 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 有助于降低机器换人带来的不

利冲击。

表 １１　 机器换人对不同人力资本禀赋群体影响的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模型）

储蓄对数

高技能 低技能 非移民 移民 普通话较差 普通话较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器换人
０􀆰 ３８１∗

（０􀆰 ２２８）
０􀆰 ２１２

（０􀆰 １３２）
０􀆰 ２３１∗

（０􀆰 １３２）
０􀆰 ２２４

（０􀆰 ２５８）
０􀆰 ４２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２７

（０􀆰 １５２）

常数项
－ １８􀆰 ３６２∗∗∗

（４􀆰 ６６２）
－ ５􀆰 ６３１∗∗∗

（１􀆰 ３４４）
－ ７􀆰 ８０６∗∗∗

（１􀆰 ３３１）
－ １０􀆰 ８３４∗∗

（４􀆰 ８９５）
－ ４􀆰 ２８６∗∗∗

（１􀆰 ５６４）
－ １０􀆰 ０５６∗∗∗

（２􀆰 ２１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１２ ２６４１ ２８８６ ４５９ ２００３ １３４９

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４１ ０􀆰 ３２０ ０􀆰 ３３１ ０􀆰 ２０５ ０􀆰 ３１８ ０􀆰 ２８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劳动保护的作用

本文揭示出机器换人会降低微观主体的收入和风险偏好并减少消费， 从而增强其

储蓄意愿， 那么能否通过加强劳动保护来弱化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呢？ 本文根

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年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中位数将省级区域划分为高

失业率与低失业率地区， 根据劳动争议案件数将其划分为高劳动争议与低劳动争议地

区，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 １２ 计量结果表明，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

影响在高失业率地区更大， 这说明通过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降低失业风险， 可以弱化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效应。 此外， 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在劳资争议多、 劳资

矛盾突出地区更显著， 表明劳资关系紧张会加剧机器换人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 为进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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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检验此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中国体制内工作者受到了更好的劳动保护①， 本文根

据就业的体制特征进行了分样本回归， 结果表明机器换人只影响了体制外劳动者， 对

体制内劳动者影响不显著。 这证实了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将

有助于弱化机器换人对储蓄偏好的影响， 减少其对劳动者带来的冲击②。

表 １２　 机器换人对不同劳动保护程度群体影响的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模型）

储蓄对数

高失业率

地区

低失业率

地区

高劳动争议

地区

低劳动争议

地区

在非体制内

工作

在体制内

工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器换人
０􀆰 ２８１∗

（０􀆰 １６５）
０􀆰 ２５２

（０􀆰 １５８）
０􀆰 ２４９∗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６

（０􀆰 ２１９）
０􀆰 ２４６∗

（０􀆰 １３９）
０􀆰 ２３７

（０􀆰 ２１２）

常数项
－ ４􀆰 ６００∗∗∗

（１􀆰 ４１６）
－ ９􀆰 ７６５∗∗∗

（２􀆰 ２６４）
－ ９􀆰 ６５０∗∗∗

（１􀆰 ７１７）
－ ４􀆰 ４９２∗∗∗

（１􀆰 ６１８）
－ ６􀆰 ３０３∗∗∗

（１􀆰 ３３９）
－ ２１􀆰 １３８∗∗∗

（２􀆰 ６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８０５ １５４８ ２２３６ １１１７ ２６９９ ６３８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２１ ０􀆰 ３５５ ０􀆰 ３３８ ０􀆰 ３２９ ０􀆰 ３２７ ０􀆰 ２８７

　 　 注： 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机器换人对居民储蓄偏好的影响， 有以下发现。 第一， 机器换人

显著增强了居民储蓄偏好，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受机器换人的影响程度每

提高一个标准差， 储蓄平均增加 ２１􀆰 ４５％ 。 这一结论在利用不同机器换人和储蓄指标、

区域 ＤＩＤ、 工具变量、 惩罚回归等方法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时均稳健。 第二， 机器

换人虽会通过降低收入减少储蓄， 但同时通过降低消费更大程度地增加储蓄， 后者的

效应是前者的两倍， 因此对储蓄偏好的净效应为正。 更深层次原因在于， 机器换人会

降低居民的风险偏好， 促使其更大程度减少了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 第三， 由于机器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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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体制内是指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村居委会、 国有或集体控股企业。 如果不

将社会团体和村居委会、 国有或集体控股企业作为体制内工作单位， 也可以得到同样结论。
将消费等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样本回归可获得类似结论， 限于篇幅未能展示， 备索。



换人是一种任务偏向而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单纯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无法弱化机

器换人的影响， 但通过破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壁垒、 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 可以降

低机器换人的影响。 此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保障劳动者权益有助于弱化机器换人

对储蓄的影响， 减少这一技术变革对劳动者带来的冲击。

本文研究结果呼应了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２１） 的观点， 在利用人工智能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历史机遇的同时， 也要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带来的潜在

冲击。 当前中国正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亟须发挥扩内需、 促消费在内循环中的

引擎作用，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实践意义。 具体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完善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着力激发消费潜能， 扩

大内需。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机器换人显著影响了收入、 消费与储蓄， 因此应高度重视

技术革命对居民经济偏好与决策带来的深刻影响。 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完善与新一轮科

技革命相适应的、 更有针对性的福利保障措施， 加强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全面稳定的福利保障， 从而弱化技术变革的

冲击， 缓解机器换人带来的潜在问题。 在此基础上， 应着力激发消费潜能， 扩大内需，

释放内循环的经济活力，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费引导政策， 鼓励居民理性有序扩大

消费， 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第二， 统筹优化教育与培训体系， 培养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相适应的新型人才。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应切实优化教育培训体系， 促进人力资本与人工智

能更好地分工协作与深度融合， 以此弱化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劳动者风险偏好、 储蓄

与消费意愿的影响。 需认识到在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背景下， 仅仅提高劳动者的教

育水平不足以削弱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 因此亟须基于任务比较优势视角建立与

新技术进步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培养一批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机合作与人机协同的新型

人才。 此外， 应为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继续教育与职业转型提供充分有力的支持，
这不仅要在传统教育体系中融入新技能的培养， 还要为在职劳动者提供灵活多样的人

力资本升级机会， 从而帮助其快速适应新技能需求。
第三， 完善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 优化人力资本配

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可以降低机器换人带来的不利冲击。 因此，

应集中力量打破劳动力流动壁垒， 破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充分发挥劳

动者的主观能动性， 拓展其面临机器换人冲击时的就业选择， 弱化技术变革带来的不

利影响。 应为劳动者创造更充分的流动机会， 推动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

育、 就业、 社会保险、 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以更人性化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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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降低技术冲击的影响。 此外， 应扩大灵活就业

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空间， 为劳动者在流动中提供更灵活、 更多样的就业选择， 促进

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 从而有效弱化机器换人的冲击。
第四， 在技术变革中更加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需进一步

加强对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积极构建高效的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完善与新一轮技

术变革相适应的劳动保障体系， 以此改善劳动关系， 弱化机器换人对劳动者的冲击。
通过完善劳动保障体系来提高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 确保在技术变革中充分保

障劳动者的福利。 对此， 需通过完善劳动法律法规， 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提升

劳动者的健康与福利水平， 弱化技术变革的影响。 通过建立公正、 快速的劳动纠纷调

解和仲裁机制， 解决技术进步中劳动关系面临的新问题。 此外， 随技术发展， 还应充

分完善新型就业形态中的劳动保障措施， 确保劳动者在新技术环境下能够享有充分的

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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